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初识
冉宏林 

摘要：青关山一号建筑是三星堆遗址目前发掘的唯一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根据建筑的细部特征和相关遗存的年代可知，青关山一号建筑使用年代下限为殷墟二期，属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现存部分只是所属院落式建筑群的主体建筑，两侧应该还有附属建筑。青关山一号建筑作为宫殿建筑的可能性较大，兼有举办祭祀活动的功能，基本排除府库的可能性。

青关山一号建筑（以下简称“F1”）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05年发现，并最终于2013年发掘完毕的三星堆遗址目前唯一一座大型建筑基址［1］。发掘者对该建筑的形制特征、重要部位的建造方式以及材质用料和年代都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以此为基础，就F1的年代、建造技术和功能性质谈谈初步看法，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分期与年代

由简报可知，F1的层位关系较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F1直接叠压于汉代及以后的地层之下，被汉墓、宋墓打破，缺乏足够靠近F1废弃年代的遗存；二是F1叠压的遗存未能发掘，故缺少靠近F1建造年代的遗存。依据现有的层位关系，无法确定F1的准确建造年代和废弃年代。此外，由于F1保存状况甚差，其使用时期的地面已经不存，自然也无法保留F1使用时期的遗存，因此F1的使用年代也无法明确。尽管如此，简报还是根据打破F1的H62推测出F1的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只是有些过于宽泛了，故在此略作进一步讨论。H62出土陶器较多，简报发表的陶器可明显分为四组：第一组只有1件敛口瓮，即H62∶39，方唇，唇外无突起，溜圆肩（图一∶1），具有早期敛口瓮的典型特征，与青白江三星遗址T4④∶29（图一∶2）特征基本相同，后者年代被定为宝墩文化晚期至商代初期［2］。由此可见，H62第一组陶器的年代下限可至早商时期，似无疑问。第二组包括侈口缸H62∶51（图二∶7）、豆形器H62∶75（图二∶1）、器盖H62∶64（图二∶5）和H62∶65（图二∶3），在新药铺遗址均能找到与这些器物特征相似的同类器。侈口缸基本无领，唇部较厚，颈、肩均不明显，与新药铺T0301④∶18（图二∶8）接近；豆形器的腹部瘦直，底部斜收，与新药铺H15出土豆形器（图二∶2）相同；器盖纽与新药铺T0103④∶2（图二∶4）、H22∶79（图二∶6）相似，口沿微微外卷，束颈较为明显。新药铺遗址上述单位分属早、晚两段，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相当，多数器物在早、晚段均能见到，只是数量有所不同，但底部斜收的豆形器只见于新药铺晚段，因此H62第二组陶器的年代应该与新药铺晚段接近，即殷墟三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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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青关山 H62 第一组陶器分期对比图
［1 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2 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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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青关山H62第二组陶器分期对比图
（1、3、5、7均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

第三组包括尖底杯、尖底盏、高领瓮以及唇部外突的敛口瓮。尖底杯H62∶68底部已无小平底，腹部折棱距底部已较为接近且不甚明显（图三∶5）；尖底盏H62∶74腹部较浅，近底部有浅凹槽（图三∶1）；高领瓮H62∶3领部近直，下部微外撇（图三∶7）；敛口瓮H62∶12唇部整体外突，肩部较窄（图三∶3）。以上陶器与金沙遗址星河西地点第⑤层和H7096的同类器（图三∶2、4、6、8）均较为相似，简报确定其年代为西周前期［4］。根据我们的研究，星河西地点可分为三期5段，H7096属于第二期2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第⑤层属于第二期3段，年代为西周中期［5］。由此可见，H62第三组陶器的年代以西周中期为主，部分可早至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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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 均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2、4、6、8 分别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8）》，第108、108、108、97页］

第三组包括尖底杯、尖底盏、高领瓮以及唇部外突的敛口瓮。尖底杯H62∶68底部已无小平底，腹部折棱距底部已较为接近且不甚明显（图三∶5）；尖底盏H62∶74腹部较浅，近底部有浅凹槽（图三∶1）；高领瓮H62∶3领部近直，下部微外撇（图三∶7）；敛口瓮H62∶12唇部整体外突，肩部较窄（图三∶3）。以上陶器与金沙遗址星河西地点第⑤层和H7096的同类器（图三∶2、4、6、8）均较为相似，简报确定其年代为西周前期［4］。根据我们的研究，星河西地点可分为三期5段，H7096属于第二期2段，年代为西周早期，第⑤层属于第二期3段，年代为西周中期［5］。由此可见，H62第三组陶器的年代以西周中期为主，部分可早至西周早期。第四组仅有鍪和圜底罐两种陶器，鍪H62∶2颈部内束，圆肩（图四∶1），圜底罐H62∶18（图四∶5）和H62∶40（图四∶3）均束颈，H62∶40唇部外侧内勾，均与新一村第⑦层的同类器特征较为相似（图四∶2、4、6），年代与后者相同，即春秋早期［6］。H62这四组陶器的出土数量差距较大，第四组尽管器类最少，但出土数量多达121件，应该是灰坑使用时期的遗存。其余三组陶器总计只有45件，且均为细碎残片，边缘亦较为圆滑，显然是经过二次搬运形成的。不过，这三组陶器的堆积来源应该存在较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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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青关山 H62 第四组陶器分期对比图
［1、3、5均采自《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第19页；2、4、6分别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182、186、184页］

第一组只有1件敛口瓮的口、肩部残片，数量过于稀少，且所属分期为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此时月亮湾小城尚未建成，似乎不会在青关山台地的表面分布着F1且一直沿用至三星堆城址废弃阶段。因此，第一组陶器不能代表F1的年代下限，推测应该是H62挖破的F1夯土台基之内的早期遗物，由此可定F1的年代上限，即商代早期。第二组和第三组器类和数量相对较多，而且还有H62∶51这种较大的器物残片，似乎不太可能是F1夯土台基内的混入物，应该是H62填土中夹杂的早期遗物。由于H62所在的F1西部比东部低，后期破坏十分严重，原本覆盖于F1之上的地层堆积被清除殆尽，只有较深的H62以及F1东北部台基之外较低洼地带的新一村时期堆积还有所保留。因此，第二组和第三组陶器极有可能来自被H62打破的叠压于F1之上的地层堆积。如此一来，F1的年代下限似乎可以由第二组陶器确定，即殷墟三期。上述关于F1年代下限的结论也可以从F1北侧“大凹沟”内的堆积得到验证。“大凹沟”内的堆积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处于“大凹沟”最下层，以大型灰沟、灰坑和较厚的地层堆积为主，出土遗物以相对较为完整的陶器为主，以及铜器残片、铜渣、玉石器残片等，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至第四期早段，年代最晚为殷墟二期，如H105［7］；第二类处于“大凹沟”中层，所见均为普通的灰坑、柱洞等，出土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几乎不见高等级遗物，年代属春秋早中期，与F1东北部台基以外的新一村时期地层堆积年代相当；第三类位于“大凹沟”上层，为汉代及以后的灰沟、灰坑和地层。以上三类堆积中，第二、三类都属于普通生活遗存，而第一类无论从遗迹体量还是出土文物的种类和保存状况来看都非一般的生活遗存，而是高等级人群的活动遗留，其南侧即大型建筑分布区，显然“大凹沟”第一类堆积与大型建筑区关系密切，二者的使用主体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大凹沟”第一类堆积的年代下限应该就是南侧大型建筑区最表层建筑，也即F1的使用年代下限。据此可知F1的使用年代下限为殷墟二期。

二  结构与建造技术

发掘者对F1的各个部位及其材质用料和建造技术都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处结合其他材料就F1的结构和建造技术再作一些深入讨论。（一）台基如简报所说，F1台基整体呈棱台状，且至少可以分两层，直接叠筑在早期红烧土堆积之上。由于早期红烧土堆积和夯土堆积的表面由南向北渐低，故F1的下层台基也相应为斜坡底，越向北越深，越向南则越薄直至消失，由此可知F1下层台基起着铺垫层的作用，目的是保证台基台面平整，下层台基的表面整体也的确呈水平状。在此基础上堆筑的上层台基整体水平，以确保F1整体平稳（图五）。仔细观察F1台基的剖面，可以发现台基北侧边缘向下占据了早期红烧土堆积的一部分，形似一个晚期灰坑打破了F1台基和台基之下的红烧土堆积。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较为常见，周原凤雏甲组建筑的台基建造程序即是“在夯筑成整座台基后，再挖去院子和门道的夯土，并把台基、院子四边切齐……”［8］；南侧的凤雏三号建筑也有类似现象，台基北侧的护坡和基础被类似灰坑的第⑨层齐齐“打破”（图六）［9］；东侧的六号至十号建筑同样有此类“打破”现象［10］。上述“打破”台基及附属的护坡、基础的遗存因为缺乏完整边界，因此都不是确切的灰坑、灰沟等遗迹，如打破凤雏三号建筑北侧的即被归为地层，而打破的台基部位都很有规律，如凤雏三号建筑被打破的区域都仅局限于柱洞外侧，对柱洞、柱础都没有造成破坏，且从已经解剖的部分来看，其边缘较为平直，与夯土台基整体方向基本平行。因此，以上“打破”现象应该反映出当时的一种台基建造技术，如凤雏甲组建筑简报所总结的，是一种“削夯土为台基”的做法，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庭院、门道，台基外侧边界亦可如此处理。从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F1的台基同样使用了这种建造技术。与“削夯土为台基”的制作技术一样，F1所采用的分块夯筑技术在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也较为常见，在周公庙遗址2005年、2011年的发掘中，均确认有分块夯筑建筑基址的现象［11］。不过，F1与周公庙遗址建筑的“分块夯筑”技术也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F1系直接在早期红烧土堆积之上铺垫平整然后分块夯筑，周公庙建筑则是先向下挖掘基槽，在基槽内进行分块夯筑；其二，F1的分块夯土是堆筑而非平夯，故各块夯土是斜向叠压的关系而非彼此并列，周公庙建筑的各块夯土则是平夯形成，边上还有夹板的迹象，表面上很难看出彼此“打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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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F1 台基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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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凤雏 F3 北侧基址剖面图

（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第9页）

（二）墙基F1的墙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墙基并非直接在台基表面砌筑，而是向下深挖台基，再于其内填充红烧土块和卵石并逐渐向上砌筑形成。可分两重，内侧墙基不连续，是彼此独立的类似“墙柱”，外侧墙基则彼此连贯，且整体呈“锯齿状”。两重墙基的建造技术有所区别：内侧墙基更像是规律分布的柱洞，在平面位置上与下文提及的柱网能够很好地对应起来，只不过柱洞内未见柱础，而是以烧土和卵石填充，这种“柱洞”在三星堆遗址就有发现，2019年在仁胜墓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建筑的多个矩形柱洞内均填充红烧土，不见柱础。外侧墙基与成都平原常见的沟槽式建筑［12］并无二致，都是先挖沟槽，然后在沟槽内立柱形成墙基，只是对于立柱之后沟槽的处理方式不同，一般的沟槽式建筑直接以普通泥土回填，而F1则是用红烧土和卵石进行填充。与F1较为类似的做法也早已有之，郫县古城F5即以卵石对沟槽进行填充、防护［13］。其二，外侧墙基内均未见明显的柱洞，取而代之的是几乎等距离分布且类似红烧土砖的遗存，它们突出于沟槽内填充的烧土和卵石，形成“锯齿状”的整体面貌。比较明确的是，这些“砖”充当着柱础的作用，用以承受建筑本身的重量，这是F1所独有的，在成都平原其余先秦时期建筑中均未发现。（三）柱网相较于国内其他先秦时期大型建筑的柱网而言，F1的柱网较为特别（图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柱洞较为密集，相互之间的距离很小，除了中间两排柱洞的间距在3米左右之外，其余柱洞之间的间距最大也不超过2米，最小的间距甚至不足1米，显然在如此密集的柱网之内是无法正常生活和开展其他活动的。第二，通过柱洞看不出来明显的建筑内部格局，所有柱洞都以近似矩阵的形式分布，除了中间有一条疑似通道之外，其余柱洞之间并无明显的亲疏排列规律。如此看来，这些柱洞应不是承受建筑重量的柱洞。第三，部分柱洞分布于“U”字形墙基构造内部，但又没有打破这些“U”字形墙基构造，二者应该是共存的，由此可知“U”字形墙基构造并非F1的“楼梯间”一类特殊构造，而只是内侧墙基和南北向短“墙”垂直交接造成的假象。通过以上三点，可以大致推断F1这些柱洞内的立柱只是类似干栏式建筑的底层立柱，并非埋于墙内的承重柱，同类的柱洞在成都平原也有大量发现，如郫县古城98F13，作为柱础的卵石同样是矩阵式分布，看不出明显的内部格局（图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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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F1 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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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郫县古城 98F13 平面图
［采自《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 34 页］

（四）结构简报推测F1的中部应该有一条过道，宽约3 米，东西通透，直抵F1东、西两壁。我们也赞同 这一点。既然是干栏式建筑，上层台面部分又被破坏殆尽，F1的内部结构因此也就无从考证。不过，从现存墙基的分布格局来看，除了贯穿东西的通道之外，通道两侧至少还各有3个隔间。考虑到F1部分柱洞已经露出作为柱础的卵石，通过M2西壁剖面也可以看出内外两重墙基的台基以下部分不深，且台基的边缘已经基本靠近外侧墙基，故F1的墙基和柱洞均埋深较浅，这意味着F1地面以上部分不会太高太重，因此作为干栏式建筑的底层似乎距离当时的地表较近。也即是说，F1墙基以内规则分布的立柱出露当时的地面不会太高。至于门道，中间过道延长线上的西壁分布着密集的墙基槽，没有明显缺口，南壁中部和北壁同样无明显缺口，故门道不太可能位于以上区域，极有可能分布于F1南壁两端。根据目前保存部分来看，F1的西端已经确认，但东端还不明确。现存“U”字形墙基构造共有2组4个，二者之间距离近17米，我们注意到M2所在的F1东部还有2段南北相对的烧土墙基，同“U”字形墙基构造较为相似，与中间1组“U”字形墙基构造的距离正好也是17米左右，故这两段烧土墙基应该也是另外一组“U”字形墙基构造的一部分。据此，可以大致以中间一组“U”字形墙基构造为中轴线，按照F1西部的格局将东部残缺部分复原完整（图九）。平面复原完整后的F1，东西长近84米，南北宽超过16米，总面积接近1350平方米，应该是同时期中国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2014年在对F1东南区域进行发掘时，在复原的F1东壁位置的确发现了同样的红烧土墙基，印证了我们的复原推测。此外，这段红烧土墙基较长，南端已经超出F1的南壁，由此可以明确F1并非单独的一座建筑，而是属于一个建筑群的一部分。类似的建筑群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宝墩遗址鼓墩子F1是典型代表。鼓墩子F1整体呈“品”字形，是由3座独立建筑组合而成的建筑群，中间的建筑作为主体建筑，同样呈长方形，面阔较宽而进深较窄，两侧的辅助建筑无论是平面形状还是朝向都与主体建筑相同（图一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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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F1 平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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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宝墩遗址鼓墩子 F1 平面图

［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12）》，第9页］

晚于F1的金沙遗址“三合花园”地点的建筑群则更为复杂，从发掘揭露的部分来看，金沙遗址建筑群包含的单体建筑更多，且有多进院落（图一一）［16］，与周原凤雏甲组建筑的空间结构基本一致。从F1的平面复原图来看，所有的柱洞都位于中部，两端未见，故F1的木质台面应该没有全部覆盖所有基础，而只分布在中间较为核心的区域。这个核心区域可以视为F1的真正主体部分，而两侧没有木质台面的区域则属于类似通道一类的附属结构。上文推测F1的门道在南墙两端，作为F1与所属建筑群其余建筑的连接通道。这样一来，连接F1与两侧附属建筑的通道应该在F1主体部分的两侧形成了直角转弯。这种平面结构与同时期或稍早的中原地区多数院落式建筑较为相似，如偃师商城四号建筑基址［17］（图一二）和洹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图一三）［18］。因此，F1所属建筑群或许也是类似的院落式建筑，现存F1南侧即为庭院，是F1使用期间的露天活动场所。通过F1的航拍图可看出东、西两侧2组“U”字形墙基构造所对应的F1南壁外有向南分布的长方形夯土块，或许是类似台阶一类的遗存。F1地面以上部分的复原和研究，杜金鹏已有详细论证［19］。杜文形成时F1的全貌还未揭露，北墙西侧和南墙东侧都有延伸出去的基础部分，内部的密集柱洞，尤其是“U”字形墙基构造内部分布柱洞的现象也未发现，故而杜文关于F1两侧警卫房的复原，底层高矮和“U”字形墙基构造性质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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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金沙遗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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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偃师商城四号建筑基址平面图
（采自《考古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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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洹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平面图
（采自《考古》2003 年第 5 期，第 20 页）

三  功能与性质

2013年1月15日，随着F1的平面结构基本明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勘探业务指导会暨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性质论证会”，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就F1的年代、性质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F1的性质，形成了宫殿、神庙和府库三种代表性意见。结合上述研究，我们对这三种观点分别进行初步的探讨。首先看“府库”说。认为F1是府库的主要证据有两点：其一，F1平面呈窄长方形，短侧开门，与目前明确的府库建筑形制结构相同；其二，F1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其分布位置与其他府库建筑在城址内的分布位置相同［20］。随着F1西侧墙基的发现，基本可明确F1的门道不在西端，而是在两侧向南转折，而且现有F1只是建筑群的主体部分，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院落式建筑的平面格局基本一致，因此，从F1本身的平面形制上基本否定了F1作为府库建筑的可能性。此外，尽管F1的确位于三星堆城址的西北部，但并非靠近角落，距离西城墙尚远。实际上，F1位于三星堆城址西北部月亮湾小城［21］之中，考察F1的位置应该首先以月亮湾小城为参考。F1尽管距离月亮湾小城的北墙——青关山城墙较近，但东、西距离月亮湾小城的东墙和西墙都较远，因此F1整体上靠近月亮湾北侧中部，显然不是偏居一隅（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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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F1 位置示意图

综上，F1与“府库”说的两个证据均不吻合，自然不是府库。接着再看“神庙”说。由于三星堆“祭祀坑”［22］、仓包包祭祀坑［23］等祭祀活动遗存的存在，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实际上是一个神权社会实体，甚至整个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国的祭祀中心［24］。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遗址内发现的任何重要遗迹都会被视为与祭祀活动有关，F1也就因此被视作三星堆城址的“神庙”［25］。“神庙”说的论证过程主要以作者的主观猜测居多，可称为有力证据的不多，大致包括：其一，F1的自身形制结构较为特别，表现在面积巨大、墙体坚固、内室众多以及有东西穿透的中轴通道；其二，F1的方向特别，与三星堆“祭祀坑”的方向相同，指向西北方向的岷山；其三，在墙基和室内夯土中掩埋有玉璧、石璧和象牙等祭祀用品；其四，F1位于月亮湾小城中央，地势最高。以上诸点证据中，如今看来F1自身形制结构并非如此，与中原地区的院落式建筑并无本质区别；F1所在位置的确较为重要，但诚如论者自己所说，处于这种重要位置的建筑，其性质可能是宗庙，也可能是宫殿，并不一定指示F1是神庙。至于F1的方向，早有学者指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遗存方向均为西北—东南向或者东北—西南向［26］，不仅F1和三星堆“祭祀坑”如此，三星堆遗址的城墙、仁胜墓地的墓葬［27］、金沙遗址的普通沟槽式建筑［28］等亦如此，F1与三星堆“祭祀坑”的方向一致并不具有排他性，故也不能因此认为二者的性质相同。F1墙基和室内夯土中掩埋祭祀用品，最多只能说明在F1建造过程中举行了祭祀仪式，而这种行为在先秦时期十分常见，所建造的建筑并不只局限于神庙，还包括宫殿、宗庙等。因此，“神庙”说的证据难以立足，F1是神庙的观点还需更多材料予以支撑。最后再看“宫殿”说。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宫殿”说目前并未进行详细的论证，考虑到与上文复原的F1所属建筑群平面格局相似的院落式建筑在中原地区均被视为宫殿，此说也具有一定合理性。由于缺乏明确的本地对比材料，关于F1是宫殿建筑的看法还需要今后开展更多工作和研究进行夯实。不过，即使明确F1是宫殿建筑，也不能排除在F1使用期间举行祭祀活动的可能性，事实上先秦时期在院落式宫殿建筑的庭院内举行祭祀活动比较常见，三星堆遗址似乎也不例外，H105中所见的金器、绿松石和玉璋等或许就是这类祭祀活动的遗留。

四  结语
以上我们对F1的分期与年代、结构与建造技术以及功能和性质进行了初步讨论，明确F1的使用年代下限为殷墟二期，属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偏早阶段，现存部分只是所属院落式建筑群的主体建筑部分，两侧应该还有附属建筑。F1作为宫殿建筑的可能性较大，兼有举办祭祀活动的功能，基本排除府库的可能性。无论F1的性质如何，其对于高等级人群活动场所的指示性明确无疑。F1所在的月亮湾小城内还分布着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以及1963年［29］和2000年发掘的手工业生产遗存和大型建筑所使用的陶制水管和板瓦，这些遗存均表明月亮湾小城是三星堆城址的核心区域，可能充当着宫城的角色。也许今后对月亮湾小城内部各区域的进一步工作，能够明确F1与月亮湾小城内其他重要遗存之间的联系，对于深入认识F1的年代、性质都有所裨益。F1的使用年代下限晚至殷墟二期，此时西城墙内侧尚有增修［30］，近几年发掘的袁家院祭祀区6座祭祀坑的年代下限更是晚至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殷墟四期［31］。这意味着三星堆遗址在此时仍旧有高等级人群居住，极有可能还是古蜀国都城，比以往学者所认为的三星堆都城废弃的年代［32］要更晚，也与后继古蜀国都城——金沙遗址的遗存的数量多寡、等级高低以及年代早晚的变化情况更加贴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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